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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1948年底决定 “在中国门内留一只脚” ,到1949年底决定予新中国以法律承

认 ,历时整整一年。其间英国政府的决策取向经历了从力图与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事实联系

到走向事实承认再到法律承认的递进过程。而推动英国政府决策递进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内战

局势的发展所引起的英国国内舆情的变化。英国外交部在对新中国承认的决策过程中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 ,而驻华外交官 、在华商团及其在伦敦的代理人则是推动承认的急先锋。除殖民事

务部外 ,英国政府其他各主要部门都不同程度地支持承认新政权。另外 ,英国公众舆论 、议会

下院 ,甚至是当时在野的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等都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说明英国对新中国的

承认政策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并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在形势推动下不断调整对新中国外交决

策也体现了英国现实主义外交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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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1月 6日 ,英国正式承认新中国 ,打破了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苦心经营的共同阵线 ,成

为率先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 。在当时全球冷战的高峰时期这无疑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件。截至目前

为止 ,有关英国承认新中国政策的基本内涵 、原因及其与美国的冲突等等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并已形

成诸多共识。然而外交政策分析的核心是决策分析 ,从总体上看 ,已有研究对推动和制约英国决策出台

的深层背景着墨不多 。而且 ,关于英国承认新中国的决策分析也多限于外交部的范围 ,对其它部门的参

与较少涉及。限于篇幅 ,本文将集中探讨英国承认新中国之决策出台的背景因素。

一

战后英国工党政府一直遵循 1945年 12月英 、美 、苏莫斯科宣言的基本立场: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

国合法政府 、不干涉中国内政 ,因而在中国国共内战期间英国基本保持中立 。直到中国内战形势发生根

本转折 ,重新审视对华政策才真正提上英国决策部门的议事日程 。

1948年 ,中国内战进入决战关头 。是年年底 ,辽沈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东北全境解放 。1949年 1

月 15日 ,人民解放军进入天津 ,2周后解放北京 。2月份 ,国民党政府吁请美 、英 、法 、苏调停内战的努力

失败后迁往广州 ,北部中国已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中国内战局势的急速发展引起英国各界的极大关

注 ,如何使对华政策跟上形势的变化成为当务之急 。

首先提出从根本上修订对华政策的是对中国局势变化最为敏感的驻华外交官。11月 18日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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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华大使蓝姆公使(Lionel H.Lamb)致电外交部指出:“ 共产党控制整个中国将不可避免” ,明智的做

法当是面对现实以待时机而不是去努力支撑一个苟延残喘的政权或者通过武力在南方新建一个政

权①。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了负责远东和中国事务的外交部助理次官丹宁(Esler Dening)的积极回应 。23

日 ,丹宁在外交部宣称:“我认为支撑国民党政权已没有价值 , 因为它太腐朽 。我也不相信美国有这样

一种手段 , 即便是这种手段切实可行。”②丹宁的立场得到其上司 、当时的外交部常务次官萨金特(Orme

Sargent)和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的认同。这标志着英国外交部在放弃支持国民党政权 ,修订对

华政策方面已达成基本共识。

能否通过与新的共产党当局和解来保全英国庞大的在华利益 ,则是英国对华抉择的关键问题 。据

统计 , 1941 年英国在华商业总资产估计为 3亿英镑 ,尽管经受了战争的打击 ,战后的总量仍相当可观。

而且他们推测 ,正常情况下中英之间潜在的贸易和战前水平相比可能翻番[ 1](P.142)。这些对于以重振

经济和实现充分就业为头等大事的工党政府来说意义重大 ,更何况 ,英国在华商业资产的绝大部分为不

动产 。

令英国决策者非常困惑的是截止当时为止 ,还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迹象表明中共可能对外资采取

的态度。不过 ,外交部一方面基于其对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属性的基本认识 ,对英国在华利益的前景不抱

乐观态度 ,另一方面 ,他们依据从东欧获取的经验及其对中共未来经济 、政治形势的判断 ,又偏向于认为

英国的利益能够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维持一个时期。如丹宁预计新中国将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将继承

国民党政府所有的经济弊端;二是纯粹的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旦传播到整个中国后将遭遇中国人民的

抵触 ,就像在波兰和南斯拉夫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因此 ,丹宁认定中共领导人将缓和他们的立场来适应

情况的变化 ,很可能英国的利益在一个时期内将不会受制于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绝对支配 。最后 ,外

交部中国司的意见是 ,英商留下来以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和资产将是明智的选择[ 2](P.103-104)。

1948年 12月 9日 ,基于外交部中国司对中国时局的基本估计 ,外交大臣贝文向内阁提交了首份反

映英国政府对中共胜利立场的文件[ C.P.(48)299] 。文件认为共产党对全中国的控制只是时间的迟早

问题。尽管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一段时期内外国企业会面临一个低落时期 ,但随后共产党将会因为经济

困难而不得不容忍外资的存在 。因此英国在华利益可以维持一个时期。鉴于英国对中国局势的发展无

能为力 ,当时惟一能够为对抗中共提供金融 、物质和军事资源的美国可能不愿意采取这一行动 ,而且即

使愿意采取行动也难奏效的情况 ,英国应在华采取一种积极的政策:“我们最好的希望完全基于在中国

门内留一只脚(keep a foot in the door),亦即如果没有对生命的实际威胁 ,我们将努力留在原地 ,与中共

保持事实上的接触 ,并考察与中共贸易的可能性。”③

CP(48)299文件是战后第一份上达内阁层次的有关中国的政策性文件 ,它提出的在华保持原地不

动的精神得到 12月 13日的内阁会议认可 ,由此奠定了英国对新中国政策的基调。

二

1949年初 ,新近出台的对华政策不断面临中国局势急速发展的挑战 ,对共产党政权的承认问题很

快便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

保持原地不动政策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是英国在华领事地位问题。根据“在中国门内留一只脚”

的既定政策 ,英国决定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城市继续开放其领事馆 。然而新政权拒不承认外国使领馆及

其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 ,而视之为普通侨民 ,并终止与其一切官方联系。11月底 ,英国驻沈阳领事馆与

驻南京的使馆之间的联系中断 。2个月之后 ,驻天津的英国领事馆又与外界隔绝。这一事态发展迫使

英国决策者寻求新途径打破僵局。英国外交部认为中共此举意在向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相关政府施加

压力以迫使其承认中共政权④。于是围绕领事馆地位问题 ,对中国华北人民政府的承认问题第一次被

提出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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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法律顾问贝克特(E.Becket t)认为改变现状的有效途径就是承认新政权 。他所代表的法律

界的基本看法是“拒绝给予一个已事实上有效控制了大部分国土的政权以任何形式的承认 ,不仅在法律

上是错误的 ,在实践中也会导致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困难” 。“如果我们对这个已有效控制了半个中

国的政府一点也不承认 ,我们就没有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来抱怨中共视我们的领事为普通侨民。而通过

接受在承认问题上的法律因素我们就能使一个政治上不受欢迎的行动合理化从而有利于英国的利

益。”⑤

外交部远东司虽已意识到不承认带来的诸多实际困难 ,但是认为现在就予以承认为时尚早 。其主

要理由一是中共北方政权还是一个过渡中的临时政权;二是不希望“给人以一旦英国的利益处于危险时

便会准备牺牲原则印象” ;三是还需要与其它相关政府进行充分协商⑥。后来贝文同意了远东司的观

点 ,决定暂缓承认。

外交部于是另辟蹊径 ,企图通过与中共事实上的接触来缓解局面。先是驻华大使施蒂文(Ralph

S tevenson)建议由战争后期曾与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有过友好关系的现任香港公共关系官员哈蒙上校

(Gordon Harmon)充当与中共建立某种秘密联系的角色。但因香港总督顾虑这可能造成给中共官方承

认的印象 ,加之此时美国就领事地位问题与驻港中共代表的接触遭到中共冷遇 ,施蒂文的建议最终被搁

置。丹宁又建议在共产党控制区内使用“明码邮件” ,旨在有意让中共破获那些含有英国政府想与中共

打交道的意图的官方邮件 ,从而起到影响中共立场的作用。此外 ,英国还尝试了其它官方途径与中共建

立事实接触 ,但都无济于事。就像贝文所说的“我们原指望能通过与中共当局建立日常接触来解决共同

关心的问题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接触都被回绝”
[ 3]
(P.13-14)。施蒂文也觉得“试图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

的徒劳努力 ,排除了我们可能通过直接接触以影响他们的任何希望”[ 3](P.25)。

“在门内留一只脚”政策面临的又一重大考验是 4 月 20日发生的“紫石英事件”。当时英舰“紫石

英”号正从上海驶往南京去救援那里的“伴侣”号。正在长江北岸待命的人民解放军认为英舰所处的位

置危及渡江行动 ,于是予以炮击 ,双方交火。“紫石英”号受到重创并最终搁浅。英国的营救努力遭到更

大的损伤 。

“紫石英事件”一方面激发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英情绪 ,使得英国急欲加以改善的与中共的关系陷

入困境 ,另一方面 , “紫石英事件”引发了英国国内对对华政策的激烈辩论。首先是一向对中国问题不甚

关注的媒体开始出现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引人注目的报道。这些报道不仅对英国舰只和生命损失表示哀

叹 ,也提出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问题。如《泰晤士报》置疑“为什么英国不事先与中共取得联系 ?” 。大量

评论政府中国政策的报刊文章和社论也几乎一致认为在坚持欧洲第一的同时 ,也该是在中国有所作为

的时候了 。而为了捍卫英国的在华利益 ,至少有必要与中共建立接触
[ 4]
(P.47)。

与此同时 ,在议会下院辩论日程中中国问题也一时成为焦点。从 4月 26日开始 ,议会下院围绕这

一事件进行辩论 。5月 5日关于英国在华事务的议会辩论更是超出了“紫石英事件”本身而开始考虑对

中共的承认问题 。保守党和工党议员都认为如果英国想维持其在华贸易及其在远东的影响 ,并充当中

国和西方之间的调停人 ,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非常必要[ 5]
(P.309)。同时外交部也普遍觉得“与中共建

立联系比以前显得更有必要”。如 4月 2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 ,外交部官员科茨(P.D.Coates)评论说 ,

如果英国与中共有日常的联系 ,“紫石英事件”就不会发生[ 3](P.13)[ 4](P.36)。

尽管这次辩论以艾德礼提出的现在对承认问题做出决定为时尚早而结束 ,但对政府的对华政策的

广泛关注 、批评及其要求与中共接触的建议 , 加之因为“紫石英事件”所显示的中国人民对英国炮舰政

策的强烈反感 ,无疑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像作为“紫石英事件”的见证人康矛召所说 ,

紫石英事件可能促使英方炮舰观念的幻灭并孕育着中英平等友好关系的新芽
[ 6]
(第 47 页)。

总之 ,中共不承认西方国家外交代表的现实难题以及由“紫石英事件”引发的对英国政策的辩论一

方面使英国痛感与中共当局建立联系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也使得英国原来设想的通过与中共仅仅保持

事实联系来保全英国利益和影响的想法开始变得不切实际 ,英国政府亟待寻找新的途径来发展与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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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所以时至 5月 ,英国外交部开始考虑给予中国共产党政府以事实的承认 ,并就此向美国政府试

探。5月 12日 ,贝文即引人注目地谈到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问题 。他称南京的西方外交使团

已就承认中共政府的可能性达成一致:在一个中央政府建立之前将不会采取这一步骤 。但这样的政府

一旦建立 ,事实上的承认问题将要求予以迅速答复
[ 7]
(第 17 页)。

三

1949年夏秋之交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横渡长江 ,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挺进 ,逼近英国势力集中的上

海 、香港及东南亚英国殖民地 。形势发展使承认问题更趋紧迫。

此时英国决策者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华 ,特别是在上海的经济地位问题。他们估计中国共产

党控制下的中国特别是上海将因为亟须外国贸易和技术援助而对外商采取默认态度 。然而在上海的共

产党控制区 ,英资企业虽继续运转 , 但是很快面临严重的工潮和沉重的税收问题。而更使英国在华商

业利益雪上加霜的是 5月下旬上海易手后 ,国民党为了阻止共产党有效控制上海而对上海实施的封锁。

上海是英商投资重地及英侨聚集区 ,英国在此所面临的困境对英国对华决策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 ,它使政府面临来自商界要求通过承认中共政权以改善处境的压力剧增。由于国民党的封锁

及税收和工潮的压力 ,使得在上海的英国公司每月要靠伦敦拨付巨额英镑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 。举

步维艰的英国商人不得不向本国政府求助 。7月下旬 ,英美烟草公司的代表向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斯卡

尔特(Peter Scarlet t)陈述了他们面临的困境 ,建议政府与中共当局谈判以改善英商的处境
⑦
。外交部常

务次官斯特朗(William Strang)不无担忧地说 ,国民党的封锁以及共产党没有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正在

使得英商的处境日益艰难 ,因而可以预见的是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改善我们商人处境的压力将会不断

增加
⑧
。其二 ,它使英国政府对国共之间的取舍更趋明确 。英商所处困境一方面说明英国外交部先前

对中共可能对外资采取的立场估计不准确 ,但是另一方面中共在解决国民党封锁的危机中所表现出的

灵活性又让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出于打破封锁及离间英美关系的策略考虑 ,中共对英商进行了一些

有意识的安抚工作。如7月底 , 在中共最高当局已事先指示“如`紫石英号' 逃走 ,我沿江部队可不予拦

截 ,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 6]
(第 44 页)的情况下 , “紫石英号”得以逃出由解放军严密布防的长江 ,

从而解决了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难题 。8月 26日 ,上海外事局负责人章汉夫破例召见了英国驻上海总领

事厄克特 ,28日和 30日 ,又允许上海英商会主席凯塞克先后会见章汉夫及陈毅市长 ,并向他们转达了

中共希望与外商保持正常联系以及中共不准备将外国人排除出去的信息[ 3](P.61)。所以 ,英国外交部

决定继续鼓励其在华商业团体尽可能长久地呆在那里 。与此同时 ,国民党的封锁使英国深受其害 ,对国

民党的痛恨尤为强烈 。如施蒂文称英国不欠国民党任何东西 ,该组织一直敌视英国 , 而且支持它也不

足以遏制有助于遏止亚洲的共产主义潮流⑨。

最后 ,促使英国在对华问题上独立性明显增强 ,美英加紧协商。由于英美在上海的经济处境不同:

英国在华利益不仅大于美国 ,而且主要投资于银行 、贸易和工业这些极易受到当局政策及封锁影响的行

业 ,加之美英两国在利用经济手段制裁新政权方面的看法不同 ,结果导致美英之间对封锁问题的立场严

重分歧。英国政府考虑采取救援措施 ,以防止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 ,并希望美英等国联合向国民党施加

压力 。但美国暗中支持国民党的封锁 ,企图借此迫使共产党政权改变对外商的态度 ,所以拒绝参加英国

提议的救援行动 。而且 ,英国想在中国坚持下去而“美国人更关心的是撤离上海”[ 3](P.60)。美国的态

度令英国非常不满 ,迫使英国决定在承认问题上独立行事。8月 17日英国外交部将内阁新近批准的关

于中国问题的备忘录正式提交给美国国务院 。该备忘录明确指出 ,任何阻止中共建立全国政权的外部

企图不仅将注定失败 ,而且还将把中共进一步推向苏联的怀抱;对一个已有效控制其国土大部分的政权

不予承认不仅从法律上说不通 , 而且还会增加保护西方利益的困难 。不能指望要求中国以任何条件来

换取承认 ,因为中共不会因为它的不被承认而感到不便[ 8](P.56-61)。在此基础上 ,英 、美两国在 8 、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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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举行了一系列正式会谈。尽管英国未能说服美国接受英国的观点 , 但艾奇逊还是勉强同意应力促

中苏分裂 ,并表示理解英国政府因为其在华广泛得多的利益而与美国不一致的行为 ,还表示同意英美政

策的差异只是因为处境的不同而不是政策的差异[ 8](P.81-84)。艾奇逊的表态实际上减轻了英国在承认

问题上最大的后顾之忧。

香港是 1949年中期困扰英国对华政策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在紫石英事件后的一次内阁会议上 ,

香港被描述为中国沿海遍布的混乱中的一片稳定的绿洲;如果没有香港 ,英国将无以阻止日本取得在远

东的商业统治地位;除了作为贸易港和潜在的要塞外 ,更重要的是 ,它还是亚洲民主和资本主义存在的

标志[ 5]
(P.308)。所以 ,参谋部决定坚决守住香港⑩ ,并开始大规模增援香港 。但是考虑到向香港提供进

一步的增援“将会严重减少在英国本土以及在德国和中东战略储备区的军事力量”[ 2](P.120),而从英联

邦国家和美国获取对英国捍卫香港的道义与物质支持的希望又很渺茫的情况下 ,香港殖民当局 、英国外

交部和殖民事务部一致认为英国政府应准备与“一个友好的 、民主的稳定的全中国的政府”讨论香港的未

来。8月29日 ,内阁通过了这个新方案 , 而且特意去掉“民主”一词 , 旨在不想让这种措词束缚英国与中共

政府讨论的事宜。1949年8月 29日的内阁决定成为随后 30年英国对香港政策的基础[ 2](P.122)。

由此可见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英国已明确一旦中国新政权成立即予以承认的立场。

四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 。在新中国成立当日 ,英国驻华大使施蒂文即建

议英国政府采取主动 ,向新政权示好 。他提议英国使馆官员与中央人民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当局建立非

正式关系 ,以更有利于两国政府的交往和促进两国间的贸易 11。施蒂文的建议在 10月 3日得到首相认

可 ,并于 5日递交给周恩来外长。因为内含中央人民政府的称谓而未加引号 ,业已构成对新中国的事实

承认 。但是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任何反应。对此施蒂文的看法是新政府可能对法律承认之外的其它方

式不会满意 ,故建议政府应在承认问题上采取进一步的果断行动 。

新中国成立后 ,英国国内主张尽早承认的呼声高涨。10月中旬 , “中国协会”转交了上海英国商社

致外交部的一封电文 ,敦促政府尽快承认新中国。他们认为 ,英商在华面临的两大问题———高额税收和

桀骜不驯的劳工力量如果没有中国当局的协助根本无法解决。他们只能寄希望英国承认新政府后会得

到上海当局的同情 12。由于“中国协会”代表着主要的在华商业企业 ,是一个联系密切 、凝聚力强的社会

团体 ,加之拥有第一手的对华信息 ,一直是政府高度重视的压力集团 。他们强烈要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立场无疑对政府决策产生相当的影响。

议员们的注意力也再次转向中国问题。10月至 11月期间 ,议会围绕承认问题激烈辩论 。虽然也

有议员因为忧虑承认新中国可能对东南亚产生的副作用而反对承认 ,但大多数议员支持承认。最著名

的是反对党领袖丘吉尔。他在 11月 17的历史性演说中指出“建交的理由不是为了获得一种嘉许 ,而只

是为了获得便利” 。“当广大民众被强有力地组织起来并成为这块广袤土地上和大部分人口的主人的时

候 ,我们有必要与之建立关系 。” “在我们与莫斯科的苏联政府保持全面关系的同时 ,却与其在中国的产儿

甚至没有事实的联系 ,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9](P.28-30) 13。经过辩论 ,两党在承认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

此时 ,对承认问题疑虑最大的殖民事务部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 。在东南亚有直接利益的殖民事务

部一直就对外交部的对华政策思路持批评态度 ,特别是当时正致力于反共行动的马来亚和新加坡殖民

当局极不希望政府承认新中国 。担心如果承认中共 ,将使中共在马来亚 、新加坡和婆罗洲这些有大量的

华人的地区任命总领事和领事 ,这将极大激励反英华人民族主义 。最后 ,1949年 11 月 2-4日 ,外交部

官员和英国驻东南亚殖民当局的代表汇聚新加坡的武吉时罗(Buki t Serene)来解决他们的分歧 。会议

最终认可了英国驻华大使和香港总督的观点 ,即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需要尽早给中共以法律承认 14。

11月份 ,英国其它各部门的综合意见也反映出来。交通部认为 ,从航运的观点看 ,越早承认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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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政府有必要单方面宣布 ,新政府应承担中国现有的国际义务。商务部“赞成承认 , 但不强求” ,希

望尽可能恢复与中国的传统贸易关系 ,并最大限度地保留在中国的大量投资 ,国防部从军事战略上分析

了承认的利弊 ,认为承认可以减少与中共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香港的外来压力 ,

但将对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产生不利影响 , 其结论是应选择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影响最小的时候承

认新中国[ 10]
(第 125 页)。

至此 ,英国政策最后出台的条件成熟 。12月 12日 ,外交部正式向内阁建议尽快给予新中国以法律

承认 。外交部认为 ,如果延迟承认 ,新中国将对英国在华利益施加影响或要求英国官员撤退 ,在这种情

况下 , 英国或者在不情愿的状态下给予承认 ,或者作为一种对抗的姿态而永久撤退。在外交部看来 ,这

将使政府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 ,因为如果采取前者 ,将削弱英国在远东的尊严和地位 ,如果采取后者 ,将

牺牲政府所期望维持的英国在华利益
 15
。15日 ,内阁批准给予新中国政府以法律承认 。至此 ,英国政府

在承认问题上艰难的决策过程才最终完成。

结　语

纵观全文 ,从 1948年底外交部的“在中国门内留一只脚”政策的提出和得到内阁认可到 1949年底

外交部提议给新中国以法律承认的提案在内阁获得通过 ,历时整整一年时间 。其间英国政府的决策取

向经历了从建立事实接触到走向事实承认再到法律承认的递进过程 。推动英国决策迈向法律承认的支

配因素是中国局势的发展引起的英国国内舆情的变化 。在形势推动下不断调整的英国的政策反映了英

国现实主义外交的基本属性。其间 ,英国外交部在决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英国政府其它各部也在

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一决策。其中英国驻华外交官与驻华商团及其在伦敦的代理人是推动承认的急先

锋。除殖民事务部以外其它各部门基本赞成外交部意见 ,不同程度地支持承认共产党政权。另外英国

媒体 ,议会下院 ,甚至是英国的反对党保守党党首丘吉尔等都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这些因素说明英国

对新中国的承认政策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并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

注　释:

①　Lionel Lamb to Fo reign Office , 18 Nov.1948 , FO.371/ 69542 F16258/ 33/10 , 藏于伦敦公共档案馆[ Public Record

O ffice(PRO), London] 。

②　Minute by Dening , 23 Nov.1948 , FO371/ 69527 F16258/33/ 10 , PRO , London

③　Cabinet Paper , C.P.(48)299 , 9 Dec.1948 , CAB129/31.PRO , London

④⑤⑥F.O.Minute by Mr Scarlett , 17th February , 1949 , FO371/75810 F3305/1023/ 10.PRO , London

⑦　Minutes by Peter Scarlett , 26 July 1949 , FO371/ 75866 F11173/1153/10.PRO , London

⑧　Minutes by Strong , 29 July , 1949 FO371/75866 F11494/ 1153/10.PRO , London

⑨　Stevenson to Bevin , 1 Sept.1949 , FO371/ 75814 F13102/1023/ 10.PRO , London

⑩　Aide memoire on policy for Shanghai and Hong kong , 25 Apr.1949 , F.O.371/ 75750 F6218/ 1015/10 G , PRO ,

London

 11　Stevenson to F.O., 1 Oct.1949 , FO371/75816 F 14782/ 1023/10.PRO , London

 12　China Association to FO , 14 October 1949 , FO371/ 75817 F15516/1023/ 10.PRO , London

 13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 Vol.469.col.2225;cols.2225-6;col.2226

 14　From Singapore to Foreign Office, 4th , Nov.1949 , PREM8/ 964.PRO , London

 15　C.P.(49)248 12 Dec.1949.CAB129/37 PRO , London

[参　考　文　献]

[ 1] 　OVENDAL , R.Britain.The United States , and the Recognition of Communist China[ J] .The Historical Journal , 26 , 1

(1983)

43　第 1 期 徐友珍:走向承认:英国承认新中国之决策背景分析



[ 2] 　FENG , Zhong-ping.The British Government' s China Policy , 1945-50[ M] .Ryburn Publishing Keel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 3] 　MARTIN , Edwin W.Divided Counsel.The Anglo-American Response to Communist Victory in China[ M ] .The

University P ress of Kentucky , 1986.

[ 4] 　TANG , James Tuck-Hong.Britain' s Encounter with Revolutionary China[ M] .London , 1992.

[ 5] 　WOLF , David C .̀To Secure a Convenience' :Britain Recognizes China-1950[ J] .Journal o f Contemporary History , Vol.

18 , 2(1983)

[ 6]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中国外交官回忆录:新中国外交风云[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90.

[ 7] 　陈谦平.上海解放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 J] .南京大学学报 , 2000 ,(2).

[ 8] 　State Depar tment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49 , Vol.IX , The Far East:China[ Z ] .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 ffice , 1974.

[ 9] 　PORTER, Brian.Britain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t China;A study of British Atitutes , 1945-54[ 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 ress , 1967.

[ 10] 金光耀.1949-1950 年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 J] .历史研究 , 1994 ,(5).

(责任编辑　桂　莉)

Road to Recognition:Policy-making of UK' s Recognition of PRC

XU You-zhen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Hubei , China)

　　Biography:XU You-zhen(1964-), female , PH.D Candidate , Associate Professor , School of History

, majoring in the Histo ry of M 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 ions.

Abstract:It took a w hole year f rom the decision to `keep a foot in the door' in China to the decision

to accord ad jure recognition of P.R.China.During this period , the thinking of British Government' s

policy-making evolved from attempt ing to establish factual relations to acco rding de facto recognit ion then to

de jure recognition.The essential impetus affecting the policy-making was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Foreign Office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decision to recogniz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Those diplomat ic off icers and merchants in China as w ell as thei r representatives in London w ere

the most impo rtant agitators and supporters of recognit ion.Except Colony Off ice , other main Minist ries ,

to various degrees , approved recognition.In addition , The Press , the House of Commons , and even

Winston Churchill , the most famous leader of both anti-Communism and the Opponent , were in favor of

recognit ion.All the above illust rate the decision to accord to recognition went through deep considerat ion

and w ere of public opinion' s favo r.Having kept adjusting themselves to the changing si tuation also ref lects

the essence of realistic diplomacy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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